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5, 14(9), 67-74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9778   

文章引用: 俞瑶. 家庭暴力告诫制度的实施困境与解决路径[J]. 社会科学前沿, 2025, 14(9): 67-74.  
DOI: 10.12677/ass.2025.149778 

 
 

家庭暴力告诫制度的实施困境与解决路径 

俞  瑶 

江苏警官学院公安管理系，江苏 南京 
 
收稿日期：2025年7月15日；录用日期：2025年8月25日；发布日期：2025年9月4日 

 
 

 
摘  要 

家庭暴力告诫制度是基于我国国情提出的一项治理轻微家庭暴力的创新举措。该制度旨在通过公安机关

的及时介入与书面告诫，有效遏制家庭暴力行为，保护受害者权益以预防家庭暴力升级。然而，在实践

推行中，告诫制度仍存在各地告诫书发放比例差异显著、其作为家庭暴力证据的司法效用未能充分体现、

基层民警对制度的认知不足与执行意愿存在偏差，以及告诫后的监督回访机制落实不力等问题。这些困境

严重制约了告诫制度效能的充分发挥。针对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健全法律法规以明晰制度边界、强化专业

培训以转变执法理念、优化家庭暴力处置机制以提升实践效能，以及构建多元共治的社会支持体系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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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omestic violence warning system is an innovative, China-specific measure for managing minor 
family violence. Designed to allow public-security organs to intervene promptly and issue written 
warnings, it aims to deter further violence, safeguard victims’ rights, and prevent escalation of vio-
lence. Yet, in practice, its implementation is hindered by large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the rate at which 
warnings are issued, the limited evidentiary weight these warnings carry in court, front-line offic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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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chy knowledge of and sometimes lukewarm commitment to the warning, and weak follow-up and 
monitoring once a warning has been delivered. These obstacles seriously undercut its effectiveness. 
To address them, legal norms should be refined to clarify the warning’s scope, specialized training 
should be intensified to reshape enforcement mind-sets, domestic violence handling mechanisms 
should be optimized to enhance on-the-ground performance, and a multi-stakeholder social-support 
network should be built to sustain the system over the long te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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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家庭暴力是全球范围内普遍面临的社会问题。据统计，全球范围内 27%的女性遭受过不同形式的家庭

暴力[1]。根据《第四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情况》，我国 8.6%的妇女曾受过身体或精神上的家

庭暴力[2]。家庭暴力不但给妇女儿童老人等弱势群体带来了极大的生理和精神创伤，甚至会升级恶变造成

极端事件。更为普遍存在的轻微家庭暴力，则可能破坏家庭和谐与婚姻稳定，导致成员关系疏离。公安机

关在家庭暴力干预全链条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是国家公权力保障弱势群体权益的第一道防线。

2016 年《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以来，我国已经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家庭暴力干预的法律框架和多部门协作机

制。其中，家庭暴力告诫制度作为一项创新性预防干预措施，在全国得到了推广。然而，告诫制度在实践

推行中仍面临诸多复杂问题，制约了告诫制度效能的充分发挥，亟待深入剖析并寻求完善路径。 

2. 家庭暴力告诫制度的生成与发展 

家庭暴力告诫制度是基于我国国情提出的一项治理轻微家庭暴力的创新举措。2012 年江苏南京东山

派出所针对轻微家暴警情数量多、难处置、易反复的特点，创新性地推出了“法律告诫制度”。由于该制

度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良好效果，江苏省于 2013 年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家庭暴力告诫制度。随着 2016
年《反家庭暴力法》出台，家庭暴力告诫制度在全国得到推广，明确规定“家庭暴力情节较轻，依法不给

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书”。由此，我国建立了从轻到重

的家暴处置措施连续体，包括口头批评教育、书面告诫、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3]。2023 年 3 月，公安部

发布《加强新时代公安派出所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 年)》，进一步强调要“健全落实家庭暴力告

诫处置制度”。2024 年底，公安部会同九部门出台了《关于加强家庭暴力告诫制度贯彻实施的意见》(以
下简称《加强告诫制度的意见》)，对告诫制度实施中的问题进行了回应。首先，进一步明确“告诫”是

“以书面形式进行警示、劝诫，并会同有关部门和基层组织对其进行监督不再实施家庭暴力的一种行政

指导行为。”作为一种行政指导行为，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不具有法律强制力。其次，告诫书将由公安

部统一制发并提供了模板，从而对告诫书的内容和式样做了统一。此外，还对告诫书的发放流程进行了

梳理，尤其对出具的条件、出具的情形和出具后的监督回访做了详细规定。 

3. 家庭暴力告诫制度实施的现状分析 

3.1. 各地告诫书发放比例差异显著 

自《反家庭暴力法》出台，家庭暴力告诫制度在全国得到了推广。仅 2023 年，全国公安机关出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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诫书 9.8 万份，有效发挥了告诫制度预防制止家庭暴力的警示作用和缓冲作用[4]。然而，各地公安机关

在家庭暴力告诫书的发放比例上存在很大差异。比如，烟台市公安机关在 2023 年以来的 992 起涉家庭暴

力警情的处置中，共开具《家庭暴力告诫书》441 份，发放家暴告诫书的数量占家暴警情总数的比例达到

44.5% [5]。相比之下，河南鹤壁市山城区公安机关在 2021 到 2023 年期间共处理辖区内涉家暴警情 354
起，却只出具过 1 份家庭暴力告诫书[6]。各地区间在出具告诫书上的比例存在如此显著的差距，表明在

告诫书的发放标准上可能存在模糊不清、适用范围不明晰的问题，且各地区在制度执行意识上尚未形成

统一。这些数据差异虽然不能直接揭示其背后的具体原因，但却提示我们存在两种可能：一是部分地区

未能有效落实家庭暴力告诫制度，导致告诫书发放比例过低；二是部分地方可能存在不区分情节轻重，

滥发告诫书的情况，导致告诫书的威慑力下降或引发不必要的社会矛盾。 

3.2. 告诫书作为法律证据的司法效用未充分体现 

虽然家庭暴力告诫书可以用于家庭暴力证据，但是和其他类型的公安机关文书相比，其用于家庭暴

力举证还比较少。《反家庭暴力法》第二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可以根据公安

机关出警记录、告诫书、伤情鉴定意见等证据，认定家庭暴力事实。但是，有研究对适用《反家庭暴力

法》的 3930 份司法文书进行分析，发现只有 59 个案件当事人提供了反家庭暴力告诫书，仅占当事人提

供公安机关证据总数的 4.6%，占当事人举证总数的 1.8% [7]。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

司法实践中对告诫书的证据采信度存在不足。部分离婚案件的判决书显示，法院对原告提交的家庭暴力

告诫书不予采信，认为仅凭公安机关出具的告诫书不足以证明家庭暴力事实的存在[8]。这反映出司法机

关可能认为告诫书的证明力相对较弱，或需结合其他强力证据方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其次，当事人可

能对告诫书的证据效力认识不足，不了解其在诉讼中的潜在作用，从而未能有效利用告诫书进行举证。

此外，告诫书的法律性质长期没有明确；目前《加强告诫制度的意见》将其认定为行政指导行为，不具

有强制执行力。其法律定性与证明力之间的模糊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在司法认定中的地位。因

此，家庭暴力告诫书在实践中用于认定家庭暴力事实的功能仍不明显。 

3.3. 基层民警的认知与执行意愿存在偏差 

尽管《反家庭暴力法》明确规定了告诫制度，但在《加强告诫制度的意见》出台前，告诫书的法律性质

和具体执行标准一直不够明确。《加强告诫制度的意见》回应了诸多公安实战部门提出的操作性问题，但是

仍存在一定模糊性。这导致不同地区、不同派出所乃至不同民警之间，在出具告诫书的认知和积极性上存在

明显差异。部分民警可能因将家庭暴力视为家庭内部事务，或担心告诫书的法律性质不明确、后续影响大、

出具流程不清晰[9]，而倾向于采取调解等柔性处置方式，而非积极出具告诫书。还有一些地区的民警出具告

诫书时十分随意，不区分家暴的具体情形，对未达到行政处罚标准的一律开具告诫书。开具的过程也不够严

谨，甚至有的告诫书上没有加盖公章。这种差异直接影响了告诫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有效实施[8]。 

3.4. 告诫后的监督回访机制落实不力 

对告诫实施后的查访监督能极大地增强告诫的实施效果，及时发现家庭暴力再犯情况，有效保障妇女

儿童老人等弱势群体。根据《加强告诫制度的意见》，家庭暴力告诫书出具后还需要公安派出所对收到告

诫书的加害人、受害人应当进行三次查访监督，连续三次未发现加害人再次实施家庭暴力的，不再查访。

然而，在实际运行中，该机制的落实情况并不理想，查访频率和质量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使得告诫书的后

续警示和干预效能大打折扣，未能充分发挥其持续性监督作用。此外，查访缺乏效果追踪，无法了解加害

人收到告诫书后是否出现态度变化，缺乏家暴再犯率的统计数据，未能对告诫制度的效果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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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强家庭暴力告诫制度实施面临的现实困境 

4.1. 家庭暴力认定存在困难 

4.1.1. 我国立法中家庭暴力概念尚存不足 
家庭暴力概念的界定是家庭暴力防治中的重要议题。2016 年通过的《反家庭暴力法》对原有家庭暴

力的概念进行了扩展，将家庭暴力的主体范围从传统意义上的“家庭成员”扩展为“家庭成员以外共同

生活的人”。这一规定体现出我国在家庭暴力治理理念上的长足进步。然而，我国立法中“家庭暴力”概

念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问题仍然存在，在统一执法机构对家庭暴力的认定标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仍存在

相当的局限性。 
首先，家庭暴力的主体没有涵盖前伴侣(包括前配偶和前情侣)和恋人等高风险群体。这两类群体间的

暴力行为和家庭暴力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前伴侣间的暴力行为是家庭暴力的延续，恋人间的暴力行为极

大程度上预测了家庭暴力的发生。然而，已经离婚或分手的伴侣或是没有同居的恋人不属于“家庭成员

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一方所实施的分手暴力和约会暴力也就不符合《反家庭暴力法》规制的范畴，导

致无法开具家庭暴力告诫书。 
其次，我国法律对家庭暴力的定义不够全面和具象化，不利于公安机关一线人员掌握。约有五分之

一的一线民警认为自己无法或难以区分家庭暴力和家庭纠纷[10]。《反家暴法》对家庭暴力的定义为家庭

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行

为。该定义虽然对家庭暴力行为进行了列举，但是只涵盖了部分类型的家庭暴力。比如，有学者指出该

定义没有包含国际社会所公认的性暴力和经济控制，也未包含以不作为方式实施的家庭暴力和通过网络

手段或利用新媒介实施的侵害行为。其采用“等”字表述侵害行为，虽具有开放性，但由于不够具体，难

以有效指导实际工作[11]。 

4.1.2. 家庭暴力取证难 
出具告诫书的前提是家庭暴力事实已经查证属实。也就是说，公安机关首先要对家庭暴力的情况进行

调查取证工作，及时固定相关证据。但是，由于大部分家庭暴力发生在私人住宅等封闭环境中，鲜少有家

庭成员之外的第三方目睹，天然存在举证困难和认定困难的问题。一般来说，除非有明显的外伤，只能依

靠双方的陈述来进行认定家庭暴力。家庭暴力告诫制度所针对的轻微家暴警情中，受害人很难达到法律意

义上的轻微伤或轻伤程度，这意味着不能以伤情来认定家暴事实。当事人双方常常各执一词或是双方都有

动手，导致民警无法对现场的情形做出准确判断。根据民警的经验，除非加害人在处置现场第一时间承认

有家庭暴力的行为，很难依靠其他证据来认定存在家暴事实。鉴于这一长期存在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办理人身安全保护令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加强告诫制度的意见》都具体列明了可用于

证明家暴事实的具体证据种类。尤其是后者，为公安机关在实践中认定家庭暴力情节提供了具体的工作指

南，但是所列的几类辅证比如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需要受害者有一定收集证据的意识和能力，对个体的

能力要求比较高，而伤情鉴定意见和医疗机构的诊疗记录，也只适用于家庭暴力反复出现、家暴程度较为

严重的情况。因此，家庭暴力取证困难的问题虽然得到一定的缓解，但仍然存在。 

4.2. 家庭暴力告诫书的适用标准模糊 

4.2.1. 难以区分“情节较轻”和“情节显著轻微” 
家庭暴力书面告诫与口头批评教育界限模糊。《加强告诫制度的意见》虽然区分了“情节较轻”和“情

节显著轻微”两种情况，并规定了不同的处置方式(前者一般应当出具告诫书，后者可以给予批评教育)，但

在具体执法实践中，对于何谓“轻微”和“显著轻微”缺乏明确、可量化的判断标准。这种模糊性使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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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民警在面对具体警情时，难以准确判断其情节严重程度，容易出现自由裁量权过大或标准不一的问题。

民警可能凭经验判断，导致不同民警对同类案件的认定存在差异，影响告诫制度的统一性与权威性。 

4.2.2. 难以把握受害人谅解对告诫书出具的影响 
《加强告诫制度的意见》第六条第四项规定对家庭暴力事实已经查证属实，情节较轻且受害人要求

出具的，一般应当出具告诫书。第七条又规定，家庭暴力情节显著轻微，或者家庭暴力情节较轻且取得

受害人谅解的，公安机关可以对加害人给予批评教育。由此可见，受害人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是否

应该出具告诫书。但是，家庭暴力警情的一个特点是受害人态度反复。家庭暴力警情处置的是具有特殊

关系的当事人之间，因长期共同生活而产生的感情、经济和生活矛盾引发的暴力行为。受害者在报警后，

可能因情感羁绊、经济依赖、子女关系、家人劝解或对加害人的恐惧心理等复杂因素，最终选择谅解施

暴者或要求撤案。部分受害者报警的真实目的并非希望处罚加害者，而是希望通过警察的介入能制止暴

力，并促使加害者认识错误。虽然告诫书并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但它是一种书面形式的告诫且会在公安

机关存档，具有相当的威慑力。此外，根据规定，告诫情况应当及时通知当地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

妇女联合会和乡镇(街道)综治中心，这可能对加害人的社会声誉造成影响。所以，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并

不符合一部分受害者的心理预期，会认为警察的这种处置伤害了家人和家庭的尊严和名誉，甚至会对警

察的做法提出投诉。这种受害者态度上的反复也会使民警难以判断是否应该出具告诫书。 

4.3. 传统文化对执法理念的影响 

我国历史上推崇的“三纲五常”“夫为妻纲”等思想观念对不同性别在社会和家庭中的角色和责任

进行了约束和规范，提倡女性对丈夫曲意顺从。班昭的《女诫》中提及，“夫不御妇，则威仪废缺；妇不

事夫，则义理堕阙。”这种传统社会对女性的规训，将男性对女性的管教、训诫和惩罚视为维持丈夫家

庭地位和维护家庭和谐的合理做法。我国古代律法也体现出对夫权的维护。例如，唐律规定妻子打丈夫

要处以徒刑，却没有相关条文针对丈夫打妻子的行为。唐律还规定“诸殴伤妻者，减凡人二等；死者，以

凡人论。殴妾折伤以上，减妻二等”。这种对丈夫殴打妻子的行为从轻处罚的传统法律理念也影响了民

警对家庭暴力的认知。虽然多数民警能够认识到家庭暴力的违法性，但在面对轻微家庭暴力行为时，仍

普遍倾向于将其视为家庭内部事务，从而在处置相关警情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谨慎和保守态度。有民警

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表示“有些家庭纠纷也涉及拳打脚踢，但这算不上家庭暴力，我们对‘暴力’的理

解还是倾向于比较严重的刑事案件”[3]。很多民警认为，大部分的家庭暴力警情不需要对加害人惩戒，

而应通过调解和说和解开双方之间的矛盾。以南京地区为例，90%的家暴警情最终认定为家庭纠纷进行

调解[8]。然而，在调解的过程中对家庭暴力的指控被“忽略或淡化”，暴力行为被表述为“关系性的而

非犯罪性的”[12]，不利于充分保护受害人的权益。 
由于公安机关对加害人、受害人出具的家庭暴力告诫书可作为家庭暴力直接证据使用，一些民警对

于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持谨慎态度。部分民警受“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观念影响，担心出具告诫

书会成为离婚诉讼的证据，最终导致家庭解体[9]。此外，也有民警顾虑，告诫后的查访可能破坏已达成

的调解效果，甚至重新引发当事人关于过往矛盾的争执，从而不愿意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 

4.4. 查访制度加剧了民警工作压力 

告诫书出具后，公安派出所对加害人和受害人进行三次查访监督的要求，极大地增加了民警的工作

量，对民警的工作时间消耗比较大。当前，我国警察尤其是一线执勤执法岗位的民警工作量大、工作任

务重，加班情况比较普遍，几乎不加班的仅占 9.7%，每周 11 小时及以上重度加班的达 66.4% [13]。其

次，家庭暴力警情在各类警情中的处置优先级普遍偏低。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家庭暴力常被视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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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事”，故未能得到足够重视。相较于盗窃、打架斗殴等案件在及时处置后能取得可见成效并转化为直

接业绩，家庭暴力警情不仅缺乏此类激励效应，反而容易引发投诉风险。如果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后，

还需要投入大量的工作时间，将进一步影响民警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的积极性。告诫制度执行中可能出

现两种规避行为：其一，倾向于仅作口头批评教育而规避出具告诫书。当前制度下，民警在判断是否必

须出具告诫书时拥有较大裁量权。例如，通过调解促使双方和解，即可成为民警不出具告诫书的合法理

由。其二，在出具告诫书后放弃查访监督职责。对民警而言，这既能直接减少查访带来的工作负担，更

能彻底避免因查访而可能导致的调解成果受损、当事人矛盾再起等风险。规避出具告诫书会使告诫制度

形同虚设，放弃查访监督职责将不能充分发挥其巩固告诫效果、及时发现再犯的作用。 

5. 家庭暴力告诫制度实施困境的解决路径 

5.1. 健全法律法规 

5.1.1. 扩充家庭暴力概念范围，强化保护 
对家庭暴力的定义是公权力干预家庭暴力的基础。家庭暴力定义的模糊性不但使一线警员在操作层

面上无法把握，也导致部分高风险群体未能得到监管和保护、新型暴力形式未能被有效规制。因此，应

在法律层面扩大家庭暴力的范围。对家庭暴力的定义应当考虑和国际接轨且与时俱进，纳入经济控制和

性暴力、以不作为形式实施的家庭暴力，以及通过网络手段或利用新媒介实施的侵害行为。同时，应扩

大家庭暴力的主体范围，将前伴侣(包括前配偶和前情侣)以及没有同居的恋人等高风险群体明确纳入法

律规制范畴，确保对分手暴力、约会暴力等行为的有效干预。 

5.1.2. 具化家庭暴力行为，明确告诫书适用情形 
为解决一线民警在区分“情节较轻”与“情节显著轻微”上的困惑，应进一步细化家庭暴力行为的

分级评估标准。可借鉴域外经验，通过制定详尽的司法解释或部门规章，对不同类型的家暴行为进行具

象化描述，并结合情境性因素(如行为频率、施暴方式、严重程度、受害者类别等)进行综合考量。将家庭

暴力行为划分为情节严重、情节较重、情节轻微、情节特别轻微等不同等级，形成一套可操作、易理解

的家暴处置指南。这将有助于民警精准判断何种情形适用于口头教育、何种适用于告诫、何种应升级至

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责任，从而提升告诫制度适用的统一性和准确性。 

5.2. 强化专业培训 

5.2.1. 提升民警反家暴专业知识与技能 
民警应对家庭暴力的能力是家暴干预的保障。应建立常态化、系统化的反家庭暴力专业培训机制，

确保一线民警全面掌握《反家庭暴力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特别是对告诫制度的性质、目的、适用条件

和流程有深刻理解。培训中可以融入心理学知识、受害者沟通技巧、家庭暴力风险等级评估、证据收集

与固定的方法等。通过理论授课与情景模拟、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等实操环节相结合的方式，提升民警

处置家庭暴力警情的信心和效率。针对家庭暴力中，受害人态度反复的情况，培训应引导民警理解受害

人的顾虑，并教授如何耐心、清晰地向其讲明告诫书的法律性质和保护意义，以打消其疑虑。 

5.2.2. 纠正传统观念，树立正确执法理念 
针对传统观念的影响，培训应着重强调家庭暴力的危害性和违法犯罪性质，纠正将家暴视为“家务

事”的错误观念。警察作为最早介入家庭暴力的公权力机关，其态度和处置方式会影响受害人对后续司

法程序的信心和信任程度。要帮助民警树立正确的执法理念，明确公安机关作为国家公权力维护社会正

义、保护弱势群体的职责。通过剖析典型案例、分享成功经验，使民警认识到即使是轻微家暴，若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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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有效干预，也可能升级恶化，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5.3. 优化家暴处置机制 

5.3.1. 完善激励机制，激发民警执行积极性 
基层民警在处置家暴的过程中，常常因工作量大、职责不清、缺乏成就感及担心投诉等问题导致的

积极性不足。为应对此种情况，应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可将告诫书的出具数量、后续查访到位率以及家

庭暴力再犯率的下降等作为公安机关及民警绩效考核的重要指标，引导民警积极适用告诫制度。应充分

利用《加强告诫书的意见》中要求加强家庭暴力警情统计的规定，定期对包括告诫书在内的各类处置措

施的实施情况进行数据分析，评估告诫制度的使用效果，并重点关注发放比例过高或过低的部门，及时

发现并解决可能存在的系统性问题。 

5.3.2. 简化工作流程，减轻不合理负担 
针对家暴证据收集难的问题，探索降低对轻微家庭暴力认定的要求，赋予民警更多自由裁量权。同

时，通过简化告诫书出具的文书工作流程，利用信息化手段减少重复劳动，减少民警工作负担。此外，

可以利用大数据分析辅助风险评估，从而有效减轻民警的工作负担，提高工作效率。对告诫的后续查访，

也可以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确定是现场查访还是电话查访，切实减轻民警的查访压力。 

5.4. 构建多元共治的社会支持体系 

家庭暴力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其有效处置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不应将全部压力转移到基层民

警身上。构建多元共治的社会支持体系是提升告诫制度长效机制的关键。 

5.4.1. 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告诫后回访监督  
针对目前告诫后回访落实不力、流于形式的问题，应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回访工作。鼓励社区网

格员、妇联干部、志愿者、专业社会工作者等参与到回访工作中，形成警社联动的监督网络。可以将查

访的责任主体适当分流，例如，由公安机关负责高风险案件的重点查访和法律强制力介入，而将中低风

险案件的常态化回访和人文关怀服务交由妇联、社工团体或当地社区承担。专业社工因其具备心理学知

识和个案管理经验，尤其适合对告诫对象的后续情况进行掌握和跟进，及时发现家暴再犯迹象并向公安

机关报告，从而减轻民警压力，并提升回访的专业性和有效性。 

5.4.2. 加强宣传教育，提升社会认知与参与度  
要针对性地宣传告诫制度的意义和作用，包括其行政指导性质、法律效力、对受害者的保护、对加

害者的警示，提供便捷的求助渠道。通过各类媒体的宣传，提升社会大众对家庭暴力危害性的认知，纠

正大众对家庭暴力是家庭私事的错误观念，倡导邻里、社区成员对家庭暴力行为的积极干预和举报，用

于为家暴受害者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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